
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
“把握国际形势要树立正确的历史观、大局观、角色
观。”［1］427而“所谓正确角色观，就是不仅要冷静分
析各种国际现象，而且要把自己摆进去，在我国
同世界的关系中看问题，弄清楚在世界格局演变
中我国的地位和作用，科学制定我国对外方针政
策”［1］427-428。这些重要论述告诉我们，唯有把握时代
潮流，立足我国现实国情，形成正确的国家角色观，
才能科学制定我国的对外政策，树立良好的大国形
象，发挥中国在当今世界的重要作用。

按照卡列维·霍尔斯蒂（K.J.Holsti）的界定，国家
角色（national roles）通常表现为政府的常规性外交
政策，是一种在同他国交往中的态度、决定、反应、
职能和承诺中反映出来的行为模式［2］。中国在当今
世界到底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居于什么样的位置，
这也是中国学界极为关注的问题。目前，中国学者

对于中国国家角色的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侧
重“以理论解释现实”。例如，袁伟华对“角色理论”本
身进行分析，并将其应用于对中国—东盟关系的解
释之中［3］。胡键则从国家角色的主观性与客观性出
发，认为二者的背离是造成“中国威胁论”的重要原因［4］。
二是侧重“以理论指导现实”。例如，孟祥青认为，中
国的国家角色随时代发展而转化，新的国家角色需
要构建新的对外安全战略［5］。刘雨辰与杨鲁慧则聚
焦国家角色本身，认为伴随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国的
国家角色需要实现从“边缘型参与者”向“引导型管
理者”的转换［6］。由此可见，既有研究大都从理论出
发，聚焦某一具体时段或具体问题来谈中国的国家
角色。略为欠缺的是，目前学界对新中国国家角色的
变迁史没有进行很好的梳理。与此同时，学界对我们
党关于国家角色的定位也缺乏深入的研究。我们认
为，相较于地位（position）而言，角色（role）是一个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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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主观性的范畴：角色只能被“扮演”，而不能被“占
据”。而在“角色”概念内部，相较于“社会角色”，“国
家角色”又是一个较少受到外部规范（alter’s role
prescriptions）约束、更具自我规范性的范畴：一国在
国际舞台上扮演何种角色主要是一个国家自我选
择、自我塑造的结果，尤其是政策制定者的国家角色
观念（national role conception）的结果［2］［4］。中国共
产党是中国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中国国家角色自
我定位是同党的理论、方针、政策，尤其是同党的领
导人的认识紧密联系的。因此，本文依据党的文献与
领导人的讲话，结合新中国成立 70多年来的外交实
践，旨在对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角色自我定位的变
迁进行一个总体性、历史性的描述。

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国家角色

新中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
动的高涨中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以
雅尔塔协定为基础，在国际上形成了美苏对峙的两
极格局，而在两大阵营之外，广大的殖民地半殖民地
国家则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浪潮。因此，如何
处理同美国、苏联的关系以及同二战后新独立民族
国家的关系，便成为新中国领导人在构思自身国家
角色时不能不考虑的问题，然而，在处理同这些国家
间的关系时，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而言，“外交”其实
更多地被视作一种特殊的“统战”，即“国际统战政
策，在目前最主要的应是外交政策”［7］。既然是统
战，就一定有“敌、我、友”的划分，这就决定了我们党
在思考中国国家角色的定位时，要有一个明确的目
标。源于近代中国被强行纳入世界体系的历史境遇
与消灭民族压迫的社会主义价值追求，中国在明确
自身的国家角色时，始终是以推翻不公正和不合理
国际秩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为目标的，从“联苏抗
美”，到“反帝防修”，再到后来的“反霸抗苏”，中国作
为国际社会中的革命者、解放者，反对的并非某些特
定的“作为国家的国家”，而是作为不公正和不合理
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的国家。
（一）联苏抗美（20 世纪 40年代末至 50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家角色是维护世界和平

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实行对外政策的“一边倒”

战略，即同苏联和各新民主国家结盟以“共同反对帝
国主义者挑拨战争的阴谋”［8］348，确立自己是“社会
主义阵营的一员”的国家角色。这一国家角色定位既
是对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践的继承与延
续，也是适应国际环境新变化的一种新认识。
首先，中国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是对革

命实践的继承。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
虽然没有太多机会开展外交活动，但是也在苏联影
响下并结合自身实践形成了对中国国家角色的认
识，即中国是一个国际上受压迫、待解放的国家，是
“国际帝国主义宰制下之中国”［9］120。列宁在 1920年
的《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指出，帝国主义
时代特有的一个现象是“为数无几的最富裕的先进
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大多数人实行殖民奴役和金融
奴役”［10］，因此，不能笼统地谈论“民族”，而是要对
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进行明确区分，战胜资本主
义以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这就使得民族
与殖民地问题成为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在
1922年年初的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
一次代表大会上，中国共产党接受了列宁关于民族
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同年 7 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明确指出，国际帝国主义
是唯有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革命联合起来才能打倒
的“共同的压迫者”［9］128。自此，在几乎整个新民主主
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国际帝国主义对
中国的压迫和剥削是阻碍中国进步、造成中国贫弱
的根源。李大钊认为，“中国今日扰乱之本原，全由于
欧洲现代工业勃兴，形成帝国主义”［11］。因此，新中
国成立后，在尚未“打扫干净屋子”的情况下不急于
同帝国主义国家正式建交，而是首先联合苏联与各
新民主国家，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以期“打
败帝国主义的奴役计划”［12］1260。

其次，中国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是两极
格局的产物。二战后，随着美苏关系趋恶、西方国家
逐步完成集团化。1947年 9 月，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成立后发表宣言，宣称世界上已形成了反对以美国
为首的“帝国主义反民主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反
帝国主义民主阵营”［13］。中国共产党很快接受了这
一观点，开始以两大阵营对立的理论来分析国际
局势。这既与意识形态因素有关，也与现实的考量
密切联系：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面对新的现实
威胁，想要巩固政权并快速实现国家工业化，参与到
社会主义阵营之中是唯一的选择。对中国而言，反帝
斗争在革命时期更多是间接的，“要完成反帝国主义
的任务，必须彻底的完成土地革命”［9］430。中国共产
党在革命时期主要是同帝国主义在中国投下的“影
子”———军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作直接武装斗争，
帝国主义的威胁主要表现为对国内反动势力的援助
与操纵。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帝国主义的威胁已经
实实在在地摆在新中国面前，因此，新中国不仅直接
参与到两极对立的冷战之中，而且还在建立之初爆
发了同帝国主义阵营间的热战。帝国主义威胁的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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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性和现实性以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优越性，共
同影响并坚定了中国共产党走苏联道路的选择，
“我们所走的道路就是苏联走过的道路”［14］。而走
苏联道路，就必然加入社会主义体系之中，成为“社
会主义阵营的一员”。
需要注意的是，“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只是新

中国国家角色的形式而非内容。对于两大阵营之间
的对立，中国共产党人的观点是“我们所反对的只是
帝国主义制度及其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12］1466，
即中国反殖、反帝、反霸，反对超越具体国家的不公
正、不合理的国际秩序，但愿意“联合一切爱好和平
自由的国家、民族和人民”［8］348。中国共产党认为，只
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社会制度不同的国家是
可以实现和平共处的”［15］。新中国的外交是“独立自
主的和平外交”，但“独立自主”与“和平”并非抽象的
概念，而是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在这一时期，无论
是要独立还是求和平，都必须“一边倒”：要独立，帝
国主义绝不会很快地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中国，这已
为中国革命的经验所证明；要和平，中国共产党认
为，“苏联是世界和平的保卫者，是阻碍美国反动派
建立世界霸权的强大的因素”［12］1194。只有壮大了国
际社会中的和平力量，才有可能避免战争。“一边倒”
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在这一时期实现了统一。
因此，一旦这种统一被打破，如果苏联不再是世界和
平的促进力量、不再是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因素，甚
至起到相反的作用，那么中苏关系恶化便是新中国
国家角色内在的、必然的产物。
（二）反帝防修（20 世纪 50年代末至 60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我国的国家角色是处于“世界矛盾

的焦点，世界革命风暴的中心”［16］的“世界革命的引
领者”。

20世纪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末，在意识形态方
面，苏联推行“三和两全”①，希望同美国妥协以共同
称霸。在国家利益方面，苏联又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
搞大国沙文主义，试图充当“老子党”，导致中苏关系
急剧恶化。随着越南局势的不断升级，新中国同时面
对南北两个方向的压力，不得不既反帝又防修，外交
形势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面
对国内外的复杂环境，中国秉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
原则，依然视自身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并在此基
础上成为世界革命的引领者，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
放事业，反对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
首先，中国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虽然

1958年后中苏关系逐渐恶化，社会主义阵营渐趋分
裂，但中国仍视自身为“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直

到 1964年 9 月，毛泽东仍认为，“我们同苏联有外交
关系，而且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两个国家”［17］。赫鲁
晓夫于同年 10月下台之后，中国随即抓住庆祝十月
革命纪念活动的机会派周恩来赴苏，以示对苏关系
和缓的积极态度，然而，勃列日涅夫继承赫鲁晓夫的
对华政策，强行于 1965年召开莫斯科“三月会议”。
虽然“三月会议”代表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公开分裂，
但是中国共产党在主观上依然想维持一个统一的社
会主义阵营，认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终将扫
除一切障碍……团结起来”［18］。1965年，在庆祝“五
一”劳动节的通知中，中国共产党也依然重申了“社
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的团结万岁！”［19］的口号。

其次，中国成为世界革命的领导者。对中国共产
党而言，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是同帝国主义斗
争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因此不能空谈无原则的团
结，而是要“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
义的基础上团结起来”［18］。我们党认为，实现社会主
义阵营的重新统一可能只要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同
修正主义的斗争“九千年批评不完，就批评它一万
年”［18］。由于同修正主义的斗争被认为是“无产阶级
同资产阶级两个敌对阶级的分歧”［18］，因此，只要团
结尚未实现，中国共产党作为原本社会主义阵营中
的“二号人物”就不能不代替苏联承担起领导世界
革命的任务，“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
了”［20］。正是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尚未实现，所
以实现团结最主要的手段就是斗争，以斗争求团结。
因此，中国共产党除了继续公开批评修正主义以外，
还“进一步大力支持各国人民的革命运动和革命的
左派”［18］，以促进马克思列宁主义力量的发展。在推
动无产阶级世界革命同修正主义进行公开论战的过
程中，中国共产党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中的左派
联合，事实上成为独立于苏共的另一个政治中心，成
为世界革命的主要领导者。由于这一时期的亚非拉
地区已经成为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世界革
命的焦点，所以中国将对外援助的重心从朝鲜、越南
等周边国家转移到更为广阔的亚非拉新独立的民族
国家。1964—1977年，中国对外援助金额比 1950—
1963年增长了近 5倍［21］。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
的对非援助是苏联的两倍（18亿美元），而后者则是
非洲的第一大军火商［22］。为继续推动世界革命，在
社会主义阵营分裂之后，中国承担了较前一时期更
多的、甚至超越了自身实际能力的国际义务。
总体而言，在这一阶段，中国虽然面对美苏共同

推行自身霸权主义的不利情况，但也挑起了世界革
命的大旗，以实际行动证明了自身反对世界霸权、维

①“三和两全”，即“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和“全民国家”“全民的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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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世界和平、反对任何国家将中国纳入其战略轨道、
坚决维护自身利益与独立自主的决心与能力。
（三）反霸抗苏（20 世纪 60年代末至 70年代末）
在这一阶段，中国的国家角色是“第三世界”的

一员与“中美苏大三角”的一角。
虽然中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已不再提是“社

会主义阵营的一员”，而是强调，“中国是一个社会主
义国家，也是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中国属于第三世
界”［23］。这不仅是同前两个阶段最大的区别，还是中
国反对不公正和不合理国际秩序的必然选择。

20世纪 50年代末至 60年代末，虽然中苏关系
急剧恶化，但中国主观上依然希望实现社会主义阵
营的团结统一以推动世界革命，并在实践中联合世
界各国革命党与左派，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以中国为
中心的反帝革命阵营，然而，这种情况在 1968年苏
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与 1969年珍宝岛事件爆发后
发生了变化：中苏之间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世界革
命”与“和平共处”的矛盾，而是社会主义体系中的反
霸问题。在“布拉格之春”与珍宝岛事件之前，虽然中
国也提批判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霸权主义与美苏
合作主宰世界的企图，但中国批判的这种霸权主义
更多地指向一种“家长制作风”，即苏联方面总是强
行“利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
人”［24］，二者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
的路线问题上，属于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问题。1966
年，周恩来在外交部第四次使节会议上也指出，虽然
反帝必反修，但主要还是反对美帝，因为“要独霸世
界，是美帝为主”，苏联想要对美妥协以共同称霸世
界，不过是它的“主观愿望”而非现实威胁［25］。中方
认为，苏联的主要问题不在于要称霸，而是放弃世界
革命，牺牲小国的利益以同美国和平共处［26］，然而，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再联系“布拉格之春”期间苏联
悍然出兵一个主权国家并在之后大肆宣扬“有限主
权论”的情况，中国认为，这已经不再是“父子国家”①

这一概念可以涵盖的情况了。属于敌我矛盾的“霸权
主义”取代了属于内部矛盾的“家长制作风”，成为苏
联大国沙文主义的主要表现，使得同苏联和缓以维
持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已无可能，更没意义。同
时，由于前一阶段的对外援助收效甚微，世界局势是
“既不打仗，又不革命”［27］，而革命任务已经从“反
帝”转向“反霸”，中国共产党便不得不考虑各国革
命党以外的同盟军，以中国共产党为中心的革命阵
营也不再是必需。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
界”理论和“一条线、一大片”的国际反苏统一战线策
略。“三个世界”理论最大的突破就在于其将美国和
苏联归为一类，都属于“第一世界”，突出了两个霸权
主义大国同全世界的矛盾。在实践中，这一理论具体
体现为以“大三角关系”来凸显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中
的重要影响力，同第三世界、第二世界乃至第一世界
中的美国建立反对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统一战线，
开展均势外交以使两个霸权国家互相牵制。中国成
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是为了反帝，反帝的目的是
反霸并由此改变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既然
社会主义阵营中也存在霸权现象，中苏和缓失去可
能，要真正实现社会主义中民族国家的平等，就需要
脱离社会主义阵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改变“社会
主义阵营的一员”的国家角色便成为必然。
总之，从新中国建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从国家角

色来看，中国实现了从“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到“第
三世界的一员”、从“反帝”到“反霸”的转变，却没能
实现从“统战”到“外交”、从“革命”到“改革”的转变。
然而，在这一时期，新中国没有将实现自身国家利益
同建立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很好结合，出现了在国
际舞台上孤立自身的情况。同时，“革命外交”也使得
中国承担了超越自身能力的责任义务。邓小平在之
后回忆起这段历史时就曾说：“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
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
己。”［28］232但总体而言，中国坚决反对霸权主义，维
护自身独立与世界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无疑是具有
重要意义的。

二、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
国家角色

在这一时期，中国国家角色的转变与世界格局
的大变革同步进行、交相激荡。自 20世纪 70年代末
到 2012年，国际社会经历了苏联与东欧各国的改革
浪潮、两极格局的瓦解与世界多极化的深入发展，中
国也实现了向国际体系的参与者、改革者的转变。虽
然国际局势动荡不安，尤其是苏联东欧各社会主义
国家“改革”的最终“转向”，给中国国内的改革进程
带来了较大的外部压力，但这一时期的中国成功保
持了内政外交的战略定力，国家角色相较于前一时
期的“十年一变”，表现出明显的稳定性。随着党和国
家的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
设为中心”，中国国家角色更多地同国内经济建设的

①1960年 9月 20日，邓小平在中苏两党代表团第三次会谈中对苏方说：“我们多少年来就有这种感觉，你们不是以平等的、兄弟国家的态
度来对待中国，而是以父子国家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
第 15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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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联系在一起，实行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发展”外
交政策。与此相适应，中国不再以无产阶级世界革命
的视角去看待世界格局的变动，改变了过去以“战争
与革命”为时代主题的判断，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新
的时代主题。在对外政策上“求和平”，高举反霸旗
帜，力主对现有国际秩序进行改革；在国家交往中
“求发展”，广泛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
果，积极参与现行国际体系。
（一）中国是国际体系的积极参与者
虽然中国在 20世纪 70年代初就因重返联合国

实现了对国际体系的参与，但是中国真正开始积极、
主动地融入这一体系中，还是改革开放之后的事情。
自新中国成立到 1988年为止，中国参加的各种国际
公约与公约性的多边条约共有 120多个，这其中 3/4
是 1978年后参加的［29］。这一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
中国参与国际体系推动力的改变。

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参与到既有的国际体系
之中主要源自政治推动。20世纪 70年代初，中国参
与国际体系是为了结成广泛的反霸统一战线，打破
自己被孤立的不利局面，寻得国际承认的政治需要。
从 1971年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到 1978年，中
国在联合国主要机构和专门机构的合法席位大多得
到了恢复，成为国际政治制度的真正参加者。在政治
上参与国际体系的同时，中国的对外贸易也获得了
一定发展，同世界经济体系扩大了联系，但从经济上
看，这一时期的中国依然是内向型经济，并未完成融
入国际经济体系的过程。1975年，邓小平提出要实
行“引进新技术、新设备，扩大进出口”的“大政策”①。
1975年，中国的对外贸易总额为 47.5亿美元，到了
1977年，这一数据上升为 148亿美元。1977—1978
年实行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计划。然
而，一方面中国外贸占世界贸易的总额反而由 1975
年的 0.8%下降到 1977 年的 0.6%；另一方面，这时
中国扩大外贸的原因是“换点高、精、尖的技术和设
备回来，加速工业技术改造，提高劳动生产率”［28］29，
从而为四个现代化提供更高的起点。也就是说，中国
这时实行的是“进口替代”（import substitution）战略，
发展对外贸易的目的并非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以
“嵌入”世界经济体系，而是希望通过引进先进设备
和技术以改进生产，建立自己“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的经济体系［30］156-162。同样类型的引进以往有过三次：
第一次是 50年代苏联援助的 156 个重点项目，第二
次是 60年代从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的 2.8 亿美元的
技术装备，第三次是 70年代初的“四三方案”。70年

代末的“大引进”同前三次引进并无本质不同。
改革开放后，由于工作重心的转移，中国参与到

国际体系中有了新动力，即打开国门搞建设，实现自
身现代化。建立经济特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具标志
性的事件之一，从经济特区所发挥的作用来看，它既
是出口加工基地，也是技术、管理、知识、对外开放的
窗口。中国采取“进口替代”与“出口导向”并行的混
合模式，“必须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争取外援，主要
依靠自己的艰苦奋斗”［28］406。一方面，引进先进技
术，加速本国技术变迁、产业升级；另一方面，进入国
际市场，通过国际市场获得增长动力，同各国共同发
展。通过经济特区，中国经济的外向性不断增强，开
放程度越来越高，在国内的统一市场尚未建成的情
况下，特区通过特殊政策建立市场经济的“小气候”，
先同国际接轨，再由小到大、由点到面，进一步设立
沿海开放城市与沿海开放区，中国开启了逐步融入
国际经济体系的进程。1994年，外汇市场的“并轨”
改革代表着中国全面实行出口导向战略［30］172，中国
彻底实现了向外向型经济的转变。在此基础上，中国
坚持“走出去”和“引进来”相结合，全面提高对外开
放水平，中国开放的大门越来越大。2001年，中国加
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为中国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的
里程碑。

同世界格局演化不同，经济全球化有其自身逻
辑，在经济全球化与国际分工的大背景下，一个国家
一旦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便难以逆转，正如邓小平所
说，改革开放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谁要改变现行
政策，谁就要被打倒”［31］173-174。而经济建设对和平环
境的需求决定了中国的国际作用：“中国现在是维护
世界和平和稳定的力量，不是破坏力量。”［31］104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同外交上非常积极主动的美、
印两国相比，中国参与的国际组织数量已达到它们
的 80%［32］。中国正式实现了向国际秩序的参与者
的转变。
（二）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改革者
20世纪 70年代初，虽然中国初步融入资本主

义国家主导的世界体系中，却仍旧扮演着革命者的
角色。1974年，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讲话中依然认为，
“只要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存在一天，这个世
界……就决不会有什么持久和平”［23］，强调“当前世
界的主要倾向是革命”［23］，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和人
民，要“联合包含美国人民和苏联人民在内的全世
界人民……彻底改变建立在不平等、控制和剥削的
基础上的国际经济关系”［23］。可见，中国依然以阶级

①虽然邓小平提出要扩大进出口，但是这时他的主要思路依然可以被概括为进口替代战略：出口是为了进口、“创汇”，而非利用中国的比

较优势进行出口导向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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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分的视角、采用革命的手段，发出彻底推翻既存国
际秩序的号召。
改革开放后，顺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邓小

平对中国国家角色转变提出了新的要求：“现在树立
我们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力量的形象十分重
要。”［31］128这一角色定位改变了过去通过世界革命
彻底改变国际秩序的思路，凸显中国作为和平力量
制约战争的必要性。在这一国家角色观念的指导下，
20世纪 80年代，在两极格局中，中国坚持真正的不
结盟政策，“我们不打别人的牌，也不允许任何人打
中国牌”［31 ］128，从而维护了自身的独立地位与国际
形势的和平。20世纪 90年代初，两极格局解体，中
国拉开建设伙伴关系的序幕，以不同的利益交合点
为基础建立起了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伙伴关系”。
中国不再继续以阶级和意识形态为标准来划分“敌
我友”，而是将独立的民族国家视为国际上的主要行
为体，关注国家利益而非超国家、超民族的阶级利
益，实现了从“革命的统一战线”向真正“独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的转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虽然扬弃了游离于国
际体系之外的革命者的国家角色，但反对霸权主义、
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建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的目标没变。邓小平指出，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任
务“还没有结束，可能至少还要进行一个世纪的斗
争”［31］289。因此，中国在适应全球化的同时也在反思
全球化，并在成为国际体系积极参与者的基础上继
续“高举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旗帜……谁
搞霸权就反对谁，谁搞战争就反对谁”［31］128，成为推
动世界秩序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的改革者。以邓
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以“和平
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
思想。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则
坚持并丰富了这一思想，提出要尊重世界多样性、建
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33］。进入
21 世纪，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
继承并发展国际新秩序理论，提出要建设一个“持久
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34］。因此，2011年，国
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和平发展》白皮书指
出：“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 30多年的发
展历程表明，中国是国际社会的重要成员，是推动
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并
努力作出贡献的国家。”［35］

在“参与”与“改革”的关系上，这一时期的中国
依然是以参与为主、以改革为辅。20世纪 80年代末
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方
针：“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

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31］363中国
的外交主要是为内政服务，目的是排除干扰，集中精
力发展自己。因此，对于国际问题要“有所为，有所不
为”，中国主要参与的是同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国际
经济事务，外交政策呈现一定的被动应对的姿态。这
既是当时中国领导人主观的战略选择，也是时代客
观条件的必然要求。

三、新时代以来的国家角色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
化。国际上，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
方国家尚未摆脱金融危机之后的制度性、系统性危
机，随即又深陷新冠肺炎疫情的泥潭，内部新旧矛盾
相互交织、日益加剧。与此同时，众多新兴市场国家
和发展中国家则迅速崛起，经济总量全球占比超过
50%，对全球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 80%，国际力量对
比出现“东升西降”的历史性变化。作为其中的关键
变量，中国经济总量自 2010年以来长期稳居世界第
二位，综合国力、科技实力显著增强，实现了从“赶上
时代”到“引领时代”的伟大跨越，在国际舞台中发挥
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明确了
自身新的国家角色定位，即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
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1］20和“公共产品
的提供者”［36］。这既是中国基于现实的自我定位，也
是国际社会的希冀与期待。
（一）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
在当今世界，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密不可分。中

国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
路，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以发展促和
平，以和平促发展。

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根据历史文化、国际背
景、现实目标的必然选择。从历史文化来看，中华民
族的先贤们很早就认识到了“国虽大，好战必亡”。而
近代中国更是饱受列强侵略之苦，“己所不欲，勿施
于人”，自古爱好和平的中华民族也不会目睹自己遭
受过的苦难在其他民族身上重演。从国际背景来看，
伴随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人类日益
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人
类前所未有地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也是全球治
理赤字凸显、地区热点频发的时代，风险与机遇并
存，更需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以维护和延
长战略机遇期。从现实目标来看，基本实现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中国统筹
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办好发展安全两件大事，为和平
发展营造更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国的崛起不靠他
国施舍，不靠转嫁矛盾，更不靠掠夺他国，靠的是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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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更生、艰苦奋斗，靠的是打破“国强必霸”的传统模
式，走出一条和平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 40多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走

和平发展道路，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
的“两大奇迹”，这条道路不仅是中国自身发展之路，
更是中国通过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和平、促进各国
共同繁荣的发展之路。如今，中国已成为联合国第二
大会费国和维和行动第二大资金贡献国，先后参加
了 25项联合国维和行动，累计派出维和官兵 4万余
人次，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遣维和人员数量最
多的国家［37］。同时，中国在朝鲜半岛核问题、伊核问
题与叙利亚问题等国际热点问题中坚持多边主义，
开展大国协调，为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发挥建设性作
用。除了体制机制与具体行动以外，中国还在观念、
价值的层次上提出了新安全观。对于以美国为首的
西方国家秉持旧安全观，为了片面追求自身的绝对
安全甚至不惜在他国挑起战争，以实现一个建立在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基础上的武力至上的片面安
全格局为最终目的的行为，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2014
年亚信第四次峰会上明确指出：“不能身体已进入
21 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零和博弈的旧
时代。”［38］关于实现普遍安全，习近平提出：“应该坚
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1］433共
同，就是要实现普遍安全；综合，就是统筹传统安全
领域与非传统安全领域；合作，就是通过对话合作解
决争端；可持续，就是发展和安全并重。维护世界和
平，既不能依靠个别国家去推行某种制度，也不能依
靠个别国家通过损害他国利益来维护局部和平，而
应当尊重各国差异，实现共同发展，从而促进普遍和
平。实现普遍安全是世界人民的共同利益之所在，对
于他国的问题，各国不能袖手旁观，更不能以邻为壑。
（二）中国是全球发展的贡献者
改革开放 40多年来，中国实现了由封闭半封闭

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转变，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进
程，同时也实现了由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经济全球
化朝着更加合理方向发展的历史转变。经济全球化
的客观潮流不可逆转，面对各国之间日趋紧密的联
系，任何国家都没有办法关起门来搞建设。中国早已
深度参与到国际舞台之中，坚持顺应经济全球化潮
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改革开放，
既发展了自身，又深刻影响着世界。

面对当前仍在复苏中的世界经济，中国日益成
为全球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平均
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 30%，在 2020年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更是全球唯一实现经济增长的国家。在外资
方面，2002年，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资
引进国，2020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1，537.1亿美
元，流量规模首次位居全球第一，并且连续五年流量
占全球比重超过一成［39］。在外贸方面，自加入世贸
组织以来，2002—2020年，中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增
长 7.5倍，并于 2013年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
国。2021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规模 6.05万亿美元，年
内接连迈过 5万亿、6万亿美元两个大关，创下新高①。
1978年至今，我国贸易伙伴由 40多个发展到 230
多个，并且成为世界 1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第一大
贸易伙伴，同 26个国家和地区达成19个自贸协定②。
各国对中国贸易的依存度不断提高，中国越来越处
于全球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在科技创新方面，根据
2021年 GII报告显示，中国创新能力较 2020年上
升 2位，位居全球第 12位，并首次进入东亚—东南
亚—大洋洲地区国家前三名，且连续第 9年在中等
收入经济体中占据首位，仍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中
唯一进入前 30名的国家［40］。在自身创新能力不断
增强的基础上，中国还积极向发展中国家分享技术
成果。以农业领域为例，中国已向刚果（金）、利比里
亚等国转让 450多项实用技术，3 万多名农民因此
受益［41］。

中国是全球化的受益者，更是全球发展的贡献
者。2013—2018年，中国对外援助资金总额达到 2，702
亿元人民币，其中无偿援助和优惠贷款分别达 1，278
亿元人民币和 1，311亿元人民币［40］。中国在同各国
经济交往的过程中秉持互利共赢理念，积极寻找利
益交汇点，为世界经济注入了“中国红利”。面对保护
主义、单边主义给经济全球化大潮蒙上的厚重阴影，
中国以高度使命感、责任感推动国际规则创制，引领
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合理方向发展。中国为广大发展
中国家提供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的援助，帮助受援
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不干涉他国内政。中国通过
金砖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一带一路”倡议
等由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组织与经济发展合作框
架，积极推动建设国际经济新秩序，构建“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凸显了我国在世界贸
易保护主义、地区主义、国家中心主义抬头的情势
下，推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维护世界开放型经济
体制，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推动经济全球化与
全球经济治理改革的努力和担当。
（三）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

①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http://www.customs.gov.cn/；国家统计局，http://www.stats.gov.cn/。

②数据来源：商务部中国自由贸易区服务网，http://fta.mofcom.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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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国将为国际秩
序带来什么样的变化，成为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问
题。中国作为现行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也是不公正和
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在维护中改革、以改革促
维护。
首先，中国是国际秩序的改革者。在当今世界，

不公正和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并未得到根本改善。在
政治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并未改变冷战思维，
坚持霸权主义，推行单边主义、新干涉主义，主动挑
起战争，推行“普世价值”，将“全球化”包装成“西方
化”，试图主导国际事务。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西
方国家不愿承认其主导下的既有国际体系的失灵与
新自由主义的彻底破产，不将注意力集中于抗击疫
情，反而推卸责任，热衷于将疫情政治化，将中国污
名化，为国际社会平添动荡。在经济上，西方国家利
用自身优势大肆攫取利益，导致全球经济失衡加剧，
南北差距日益拉大。同时，西方国家认识不到经济全
球化是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是不可
逆转的历史大势，反而错误地将自身问题归咎于全
球化的发展，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推行保护主义、地
区主义，掀起“去全球化”逆流。总体而言，既有机制
的不合理、单边主义的冲击、日益突出的全球性新问
题共同冲击着西方主导下的全球治理体系，其不对
称、不适应的情况前所未有，国际治理赤字日益扩
大。这是一个需要变革、呼唤变革的时代，习近平指
出：“加强全球治理、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大势
所趋。我们要抓住机遇、顺势而为，推动国际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42］448

其次，中国是国际秩序的维护者。现行的国际秩
序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石，依然在维护世界的稳定
与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推动国际治理体
系变革，并不是新兴大国推翻旧的国际机制、另起炉
灶，而是推动现有体制的发展与完善，在其中更好地
反映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实现守成大国与新兴
大国之间的互利共赢、良性互动，维护国际和平与稳
定。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现行国际秩序并不完美，
但只要它以规则为基础，以公平为导向，以共赢为目
标，就不能随意被舍弃，更容不得推倒重来”［1］447。然
而，对于现行国际秩序，美国完全以自身利益为导
向，“合则用，不合则弃”，在国际舞台上大行特权、四
处制裁、动辄“退群”，已公然成为国际秩序的破坏
者，为世界平添许多动荡因素。作为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主张“什么
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
国人民好，要由各国人民商量”［42］41，在推动全球治

理体系的过程中凝聚各方共识，促进国际秩序转型
过程中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
（四）中国是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在 2021年 9 月 21日举行的第七十六届联合国

大会一般性辩论中，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世界和平的
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的基础上，为中国新增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36］

的定位。
首先，提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角色定位

是对中国国家角色进行的更为全面、准确的概括。虽
然“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对中国国家角色定位的新
补充，但这一角色其实早已内在于“世界和平的建设
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之中。作
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中国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
动，提倡构建上海合作组织，向国际社会提供了超过
21亿剂疫苗，承诺力争 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
年前实现碳中和。作为全球发展的贡献者，中国主导
建设“一带一路”、金砖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等国
际体制机制；对接联合国 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积极开展对外援助，促进国际减贫事业；面对疫情冲
击，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作为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中
国坚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
展，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多边主义，提出
“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国家不分大小、
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提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
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可见，中国在建设世界和平、
促进全球发展、维护国际秩序的过程中，需要并在事
实上已经成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其次，提出“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这一角色定位
凸显了中国在国际舞台中的大国担当与重要作用。
所谓“国际公共产品”（global public goods），就是受益
者突破国家、地区、集团等界限、跨越不同世代、超越
不同人群，具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共享产品［43］。
一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行为与其国家能力和意愿
直接相关。从 1978年至 2020年，中国占世界 GDP
比重从 1.7%上升至 18%。同中心国家相比：2010
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20年，
中国 GDP占美国的比重由 1978 年的 6.3%上升至
75.8%，并远超其他 G7国家①。在自身综合国力发展
的基础上，面对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习近平
强调：“综合判断，我国发展仍然处于可以大有作为
的重要战略机遇期。”［42］442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
应当积极推动全球治理变革，承担大国责任，为国际
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构建世界新秩序。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成为推动国际

①数据来源：世界银行，https://data.worldbank.org.cn/indicator/NY.GDP.MKTP.KD?locations=CN-US，以 2010年不变价美元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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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经济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的重要力
量，在充分利用既有机制并在既有机制中发挥更大
作用的同时，设置新议程、提供新机制，为当今由西
方国家主导的既有国际治理体系所不能解决的新问
题提出中国方案，贡献中国智慧。

四、启示

一个国家的历史方位，需要从时间、空间两个维
度来考察。从时间维度看，主要看这个国家所处的社
会发展阶段；从空间维度看，主要看这个国家在世界
版图中的位置。一个国家的国家角色定位主要是指
这个国家在空间维度中的位置。这种角色定位，既来
自本国以外的其他政治力量的判断，也来自本国政
治力量的自我判断。从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
以来对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的演进中，我们可以
得出如下四点启示：
第一，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最高政治领导力

量，始终随着时代变化、国际格局演变和中国发展实
际来调整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并以此为基础制
定中国的外交政策。总体来看，我们党关于中国国家
角度自我定位的变化是顺应时代潮流、符合中国发
展需要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党才创造了经济快速
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才实现了“赶上时代”
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中国国际地位才越来
越高，国际影响力才越来越大。
第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位

虽然在不断变化，但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维护者、全
球发展的贡献者的定位始终没变，为人类谋和平发
展的理念没变，发展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没变，反对
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立场没变，始终坚持走和平发
展道路的决心和信心没变。这是中国国际地位得到
国际社会高度认可的重要原因。
第三，虽然当今中国的国际地位越来越高，国际

影响力越来越大，但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这
一点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在中国所扮
演的国家角色方面，虽然部分国家的主观认识同我
国的自我定位有时存在较大的偏差，但当今中国的
发展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如果我们不主动“走出
去”，讲好中国故事，提升自己的话语权，国际社会的
“另类”关注就会成为猜忌，从而歪曲中国的国家形
象。对此，我们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第四，通过对新中国 70多年来国家角色变迁的

梳理，不难发现：从“反帝”到“反霸”、从“统战”到“外
交”、从“革命”到“改革”，虽然中国国家角色自我定
位与时俱进，不断发生转换，但改变的只是手段，不
变的是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目的。弄清

楚这一点，就能明确中国在国家角色上许多看似“峰
回路转”的转折，实际上有其深层的逻辑必然性。正
是这种变中之不变，使中国如今成为世界和平的建
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和国际
公共产品的提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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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nges in the Self Definition of China’s National Rol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and its Enlightenment

QIN Xuana, b, LIN Xiaoa

（a. School of Marxism, b. The Academy of Xi Jingping Thought on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e self definition of a state’s role is a guide to a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and has important practical
guidance. The national role of the state is mainly the result of a country’s self-selection, and the changes in the
self definition of the national role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hould be reviewed in the light of the Party’s
literature and its diplomatic practice. During the revolutionary era, China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a “member of
the socialist camp”to a “member of the Third World”; during the reform era, China transformed itself from a
“revolutionary and liberator”of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to a “participant and reformer”. Since the new era,
China has become a builder of world peace, a contributor to global development, a defender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a provider of public goods. From“opposing imperialism”to“opposing hegemony”, from“revolution”to
“reform”, the self-definition of China’s national role has changed with the times, but in conclusion, the changes
in the national role have only changed the means, but not the aim of building a more just and rational
international order.
Keywords: national role,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syste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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